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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子鉴定技术在法律上的应用应受到一定限制。在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指导下 , 亲子鉴定是否进行应考
虑子女最佳利益:亲子鉴定的提起场合在诉讼中应仅限于生父确认之诉和婚生否认之诉;委托人的范围应仅限于
法院 , 个人不能提出鉴定委托。此外 , 法律还应规定法院决定是否决定进行亲子鉴定的考虑因素 , 如诉讼中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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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ternity test technology should receive certain limits in the legal application.Under i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 the start of paternity test should consider the childs best benefit.Firstly , it should only be applied in su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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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最早由 1959 年 《儿童权利宣言》 确认
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 , 在若干
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中又多次被重申。如 《儿童权利公
约》 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关于未成年人的一切行为 , 无论是
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 、 法院 、 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 , 均
应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在各国国内立法
实践中 , 属于普通法系的英国 、 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以
及大陆法系的德国 、 意大利 、 法国等国 , 或直接在法律中规
定这一原则 , 或在相关立法中体现了这一原则。[1] 概言之 ,
“子女最佳利益” 当前已成为各国处理亲子法律关系的最高
指导原则。
关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 因为概念表述上的不确定性 ,
究竟应如何解释该原则所包含的涵义 , 迄今仍是极具争议性
的问题。至今没有任何国际文件对 “子女最佳利益” 的内涵
和外延加以界定 , “不同的人总是根据不同的背景 、 不同的
个体权利以及不同的国家义务对 “最大利益” 赋予不同的含
义。” [ 2]由于这一原则非常灵活 , 在现实生活中 , 考察和判断
“子女最佳利益” , 不仅要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
生的事实 , 还必须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的诸多因素。[ 3]
因此 , 对其定义非常困难 , 各国法律更多地是从规定具体的
判断标准来加以体现的。有学者在综合外国立法 、 学说及判
例后 , 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实质内涵与判断标准概括为积
极事由 、 消极事由与其它事由三大类 。积极事由包括:(1)
监护人的监护能力 , 包括监护人的生理状态 (包括年龄 、 健









亲子鉴定 , 是指利用医学 、 遗传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
和技术 , 根据遗传性状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遗传规律 ,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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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本身的限制以及技术应用目的限制 , 不能滥用。[ 5] 运
用亲子鉴定处理亲子关系纷争 , 必须基于保护个人尊严与家
庭和谐以及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从未成年子女利益
角度考虑 , 亲子鉴定的进行一方面具有正面影响 , 可以帮助
确认其父亲从而满足其追寻自身血统的需要 , 也有助于父方
抚养责任的落实;但也存在可能伤害未成年子女人格尊严及




根据美国法律 , 法院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 要求
子女 、 母亲或被指认为生父者提供血亲鉴定结果 , 以确定生
父。[6](P96) 《法国民法典》 第 16 条规定 , 实施 DNA 鉴定 , 应
限于裁判程序中紧急调查 、 证据调查 、 科学研究 、 医学上之
目的时始得为之。因此 , 进行 DNA 亲子鉴定必须受到目的性
的限制 , 在民事上 , 则仅限于亲子关系确定之诉或亲子关系
否认之诉及诉请抚养费时。德国亲子鉴定法规定 , 可以进行








虑 , 认领之诉过程中亲子鉴定的提出 , 首先可以满足未成年
子女对自身血缘的认知需求;其次 , 可以从法律上保障非婚
生未成年子女的物质抚养条件 , 解决其生存 、 发展的困境。
但目前我国婚姻法未规定认领制度 , 当事人可通过提起 “生
父确认之诉” 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2)从公平正义的角度
出发 , 应允许婚生否认之诉的提出。若勉强丈夫抚养背叛自
己的妻子与第三人所生的未成年子女 , 确实有失公平。 从公
平的角度出发 , 应允许婚生否认之诉的提出。因此 , 许多国
家的法律都承认了夫对子女之否认权 , 允许其提出婚生否认














子鉴定程序的启动。” [7]对于这一看法 , 笔者实难苟同。与一
般的民事鉴定相比 , 亲子鉴定最大的不同在于:亲子鉴定一
般涉及父亲 (确切地说是 “疑似父亲” , 下文同)、 母亲和未
成年子女三方利益。一般来说 , 在非诉讼场合 , 这三方中未
成年子女由于行为能力不完备 、 经济地位不独立等原因而处
于 “弱势” , 其利益容易被忽视;而在诉讼场合 (如生父确






序 , 不可混为一谈;其启动虽应考虑诉讼双方的意思 , 未成
年子女的利益也应受到重视。
笔者认为 , 正是因为法律没有将个人排除出亲子鉴定委
托人范围 , 个人可以任意委托亲子鉴定 , 加上亲子鉴定机构
管理的缺位 , 造成了或真或假的亲子鉴定结论犹如一个个重
磅炸弹到处横飞的混乱局面。因此 , 亲子鉴定的委托人以仅
限于法院为宜。这样规定 , 可以保证亲子鉴定的必要性 、 正
当性及其高度专业性的分析品质 , 体现对个人隐私尊重 , 防
止亲子鉴定被滥用。 那么 , 这一体制下如何体现当事人的





讼过程中是否提出委托 , 法院应对所述事实是否客观存在 、
是否确有鉴定的必要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在婚生否认之诉等
诉讼过程中 , 法院是否提出亲子鉴定委托 , 一般需考虑以下
几方面的因素:(1)诉讼中至少有一方提出鉴定请求。若无
任一方当事人提出 , 则法官无权依职权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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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法院判定是否需进行亲子鉴定时 , 未成年子女的父 、
母双方对鉴定的意愿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未成年子女的





所以即使父 、 母双方均同意鉴定 , 也应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考
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后决定。









笔者建议 , 对于这种请求 , 若于诉讼外提出则一概不允许;
若于诉讼内提出则按照法律关于亲子鉴定场合 、 对证据的要
求以及亲子鉴定对子女的利益影响等因素来决定。而对于未







作专门规定。实体法方面 , 我国没有专门的亲属法法典 , 现
行立法中的 《婚姻法》 、 《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也没有对亲子
鉴定委托的提出作专门规定。其他法律文件中 , 仅有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
原体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藏海仙
与黄士明离婚申诉案涉及亲子鉴定的函》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认非婚生未成年子女生父中男方拒作亲子鉴定如何
处理的答复》 等相关司法解释。必须指出 , 我国法律的相关
规定不仅立法层次较低 , 而且内容非常不完整 , 既未明确规
定亲子鉴定的提起场合及委托人范围 , 也未规定决定是否进
行亲子鉴定时的具体考虑因素 , 而且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









时 , 对是否采取相关的技术手段进行鉴定 , 判定 “子女最佳










的父母确认 ,医院中“抱错孩子”行为的纠正等 , 也属于可进行
亲子鉴定的场合。除此之外 , 不允许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
4.明确规定亲子鉴定的委托人范围。亲子鉴定的委托
人 , 只能限于法院;且在无当事人提出申请时 , 法院无权主
动启动鉴定程序 (“当事人” 既包括在诉讼关系中的当事人 ,
也包括被拐卖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确认等非诉讼关系的当事
人)。这样规定 , 既可以保证亲子鉴定高度专业性的分析品
质 , 体现对个人隐私尊重 , 防止亲子鉴定被滥用;又体现了
当事人 “私权自治” 的理念。
5.规定法院决定是否启动鉴定程序的考虑因素:(1)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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